
    
      


沙织

新劳动形式与阶级动员的危机：更多的技术不能催生更多的“劳动”


https://mp.weixin.qq.com/s/MVWGhMt0swEPGE8KZ3pI0w







      

    

  
    
      



前言：王敖的反资本主义诗学




呼吁更多的技术却不能催生更多的“劳动”，尤其是有效“劳动”，如果这是指在一种有效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促进组织内的协作和团结关系的生产，或者，指在阶级再生产意义上让共同的社会要素涌现，从而让更多的协调被生产出来。真正的情况是，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技术，却偏离了这种生产，劳动总是朝着无阶级的群众的个体理想而去（“与阶级不同，群众不能解放自己”，并且群众是“脱离家园”的）——对加强的商品环境和大工业环境的理想。例如人们不是写文章辩清一个问题，而是图文并茂地攒一波流量，在娱乐氛围中进行人气的竞争，博取观众的好感。那些有阶级危机意识的人发出警示说：这是没用的，你要生产。然而，矛盾就在这里，生产被死劳动取代了，技术越多、人越是依赖机器奴役或越是崇尚技术理性的统治，能见到的“劳动”就越少，这不是说它的社会动员的效率越高，相反，没有什么被生产出来，活儿干得越“漂亮”就越是不知道在哪里进行有效“劳动”。人们缺乏生产的对象和目的，这被称为人类素质的丧失和对人类情感的无能。《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一文指出了这一情况的起源、它造成的阶级问题，从而提出了逃离劳动和消费领域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的分工和技术主义引发的劳动和生产之间的这一矛盾，让我想到王敖的《臧棣的智慧与世界——如何理解一位诗人批评家》一文（向这篇文章致敬）——首先写诗也是一种“劳动”，王敖在文中引用张枣说“诗，干着手艺活，对称于人之境”——重点是，类似地，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揭示了“世界-诗歌”和世界诗歌之间的矛盾，与此对应的是作为指导精神的智慧与智慧文学之间的矛盾。所以世界诗歌时常“像近几十年来国际翻译和出版市场做的广告”，而当它以为自己仍是文明的收割机，是从“希伯来智慧书、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透过基督教的滤镜……可能还受过追求神秘智慧的叶芝的影响”等等中走来时，它会发现以色列人，“犹太社群常年遭受迫害，所以寄居西班牙，也曾奔走于欧亚非各国之间，住过罗马，去过埃及，甚至渡海流亡到英国”，这种情况就像“《约伯记》是否通过印度经典影响过《天问》”，这对应着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化的复制、流通与消费的逻辑”、“面对黑暗的生存境遇”和“困入被设计好的庸常”智慧文学成为把握存在和精神试炼的场所。




这触发了我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当今的犹太复国主义也需要让诗歌接续智慧文学的传统，像召唤更多的技术以便催生更多的工业劳动那样汲取智慧文学的传统能量，令它“提供了一个对‘中等尺度空间’进行翻新的契机”、“成为宇宙的一种共相”，从而有利于建立“社群的普遍经验”、疏离“黑暗、压抑、悲痛和幻灭感”，那么这实际上说出的是犹太资本的经验——现在，犹太资本是流亡着的，正如以前的古老民族大迁徙。这样一个新的“智慧文学”体系，“它的倒塌则代表希望的破灭，价值系统的危机。比如，“在一些流亡的犹太人群体里，它与‘灯’、‘桌子’和‘圣书’组成一个复合象征，代表耶路撒冷。”




归根结底，正如“进步主义理性并不满足于知识的满足，而是希望在统治的标志下前进”（《资本、技术与无产阶级》）；“世界诗歌”也并不是满足于智慧的圆满，而是满足于在资本的标志下游荡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称于人之境”。这里面又能为心急如焚的指挥官们提供多少“劳动”呢？可以说王敖的这篇文章，堪比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和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




老人衣袖上的灰尘


全是烧过的玫瑰留下的灰烬。


浮悬在空中的灰尘


标志着一段历史终结的地方。


现在吸进去的灰尘曾经是一座住房——


墙壁、老鼠和护壁板。


希求和失望的死亡，


这是空气的死亡。




我有时怀疑那是否是印度大神黑天的意思——尤其是——


或者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一种方法：


未来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艾略特认为英国是祈祷见效的地方，永恒的时刻交叉处从来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英国。这可能是延续了惠特曼的《向印度航行》。惠特曼认为和灵魂一起发出呼喊的是历史，所以“我的时代”架设的电缆是通往历史的，即是说当代在向着印度航行，当代在阐明印度的寓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是与印度的迎头相遇。“向远于印度的地方航行！/你的翅膀丰满得足以飞行这么远吗？/啊，灵魂，你真的要做这样的航行吗？/你要在这样的水域上嬉戏吗？/探测梵文和《吠陀经》的底蕴吗？/那么就任随你的喜好吧。”（《向印度航行》9）艾略特说那种呼唤或祈祷是用火交流的思想，然而这是死者的交流。《小吉丁》的前一章《干燥的塞尔维吉斯》（三）已经涉及到这种交流是一首消逝的歌，一朵皇家玫瑰，这一章有四处引用了印度典籍（如下），这就可以说，空袭伦敦的炸弹是来自印度玫瑰的火的思想，它是古老的印度寓言的实现——“我的时代”的人已经是印度人的门徒。这是历史在此时的实现，但也是它的结束，结束于玫瑰成为炸弹的灰烬，伦敦成为炸弹下的废墟，换言之作为同一性和共谋的历史就是历史之终结，同时也是历史之背叛和欺诈——空袭玫瑰，这个混合词本就是一个悖论：代表爱的花朵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这不是说历史终结于印度玫瑰，而是说一个伦敦人的人生在印度玫瑰之下什么都不曾发生，因为他祈祷的只是印度玫瑰的到来，是说当他领悟到这点时，他的空气死亡了，那是围绕着他的爆炸的空气。




如果这些并不能代表王敖本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去读他的《回乡偶书》一诗，我很喜欢这面这两行：




啊，复古流的朝鲜干部，雷霆万钧的大规模杀伤性玩具，让我想—— 危机的流星与冰雹，是资本变形的金刚钻，还有侏儒的墨索里尼在奔跑




沙织，2024.12.1










      

    

  
    
      

Miguel Amorós


Capital, Technology and Proletariat










资本，技术与无产级阶










无产阶级的起源必须在封建社会围绕经济组织起来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寻找。当在商品流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规则通过“工业革命”侵入生产领域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场革命中，分工和技术将发挥主导作用。商品，即交换货币的产品，在历史上的不同时刻出现过，总是与商业有关，但以前从未在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因此它的逻辑以前从未决定过社会秩序。直到18世纪，即启蒙运动的世纪，国家军事需求产生的巨大需求才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体系，即工厂，以及相应的基于科学和大规模生产的片面技术。生产成为商品的生产这一事实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为原材料增值的特殊商品：这种商品就是劳动。简而言之，它要求建立无产阶级。资本在特定技术和国家追求的特定发展过程所确立的条件下创造了它的对手——雇佣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也是这两个因素的产物。具体来说，它既是蒸汽机的成果，也是按照军事工业模式进行劳动组织的成果。




在现代带来的变化之前，思想发展缓慢，在此过程中，理性取代了宗教，对世界不再抱有幻想。世俗化的人从天而降。世界一旦被正确地看待，就可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而不需要精神指导。科学逐渐被接受为思想的最高形式，取代了传统和权威。一种新的信仰出现了，即对进步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普及，人类的进步几乎会自动实现。但进步主义理性并不满足于知识的满足，而是希望在统治的标志下前进。除了支配自然力量并使其为统治利益服务外，进步主义还意味着一个目标，即彻底摧毁过去，这被视为悲惨的落后，而未来则被描绘成几乎是一个天堂。不断变化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前提，被提升为一种道德义务。反对变革就是反对进步，提倡贫穷和无知。力量的平衡倾向于机器和合理化的组织，因为对自然的统治，换句话说，进步，在科学技术下变成了奴役。这种工具主义心态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商品强加的新环境中，工人是工业机制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是机器的奴隶。商品的生产，以及劳动力的生产，将越来越服从于合理化和技术创新。真正的资本主义统治是非个人的，因为它的董事总是他们无法控制的规则的纯粹执行者，无论是好是坏。它在于事物对人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抽象对社会和生态现实的权力，正是由于这种权力，个人才成为事物之间的中介，成为机制的次要部分，成为外来法律的玩物，无论这种权力是如何被受害者人格化的。这种抽象通过卓越的技术手段呈现出物质形式。它越来越依赖技术。因此，尽管统治将越来越脱离具体的经济领域，以便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技术化，但技术本身，在经济领域内成长起来，处于抽象的核心，将逐渐转变为一种超越阶级的未来崇拜。科学技术标准将被内化，取代私人和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标准。最后，为了经济和主流文化的利益，科学技术将开始采取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个人和集体生存组织的指导。




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与雇佣劳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事物对个人的真正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初表现为个人或阶级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似乎是绝对不相容的，尽管阶级斗争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和劳动作为同一关系的两极，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事实上，他们的激进对抗是商品迅速渗透社会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过了其相应的法律和政治形式的发展，例如投票权、结社自由和罢工权。这些形式被仍然影响阶级的旧政权残余所束缚，无法缓解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工人运动一开始不仅要求劳工改革，还要求政治权利，面对阻碍其前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社会革命，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这些障碍。随着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历史形式的建立，工人运动在方法问题上分裂了，只有在目标问题上保持了统一。改革派和革命者都声称追求相同的目标，即使他们使用的手段不同。尽管如此，改良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实践导致了劳工官僚及其客户的产生，而这些客户的存在是由于技术行业的衰落及其融入体系而成为可能的。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工人政党、工会合作主义、福特主义等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并不像以前看起来那么绝对。社会改革并没有为工人国家或工人社区铺平道路，而是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发展。




诚然，革命无产阶级创建了公社、工厂委员会、统一工会、工人委员会、民兵和集体，这些构成了其运动的不败部分及其对未来革命的遗产。然而，以俄罗斯极权主义国家的建设、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和战后阶级间反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崩溃，导致一些人质疑曾经被归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作用。大量参与议会选举、大众消费和娱乐业等事实表明，有一群工薪阶层认同资产阶级道德。其他现实，如自动化或服务业的扩张，突显了生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总之，一个阶级社会在解体过程中存在，一个大众社会。正如阶级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一样，群众也是成熟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们是工人阶级面对技术在生产和管理消费中的主导地位而衰落的结果。与阶级不同，群众不能解放自己。他们由脱离家园的人组成，与任何不受宣传或场面调解的团结或关系隔绝。在社会层面上，这意味着所有的生命现在都变成了私人生活，被灌输、调查和被迫消费。在大众社会，技术处于主导地位；人是机器的原材料，是一种社会机制构建另一种更机械的社会机制的工具。主导价值观已经直接成为技术价值观，因为技术在资本形成和权力机构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大众社会同时成为工厂、购物中心、监狱和实验室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自主权力机构的意愿，即能够根据与这四个子系统相对应的标准来决定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真正主要矛盾，即商品的技术主义逻辑与其控制的社会生活（包括其生物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剥削不会在工作日结束时停止。所有生命都被剥夺了，鉴于这种剥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有生命都直接受到威胁。这一矛盾达到了顶峰，威胁到了物种的生存。资本主义在其晚期结束了工具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道德理想本应导致技术乌托邦，因此，技术或“死劳动”拥抱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后者正在一个越来越人工化的环境中展开。尖端技术是晚期资本主义下的人类命运。在这样一个政权中，除了继续技术创新之外，没有其他希望，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权力机构的要求——无论是技术官僚寡头政治还是简单的超级机器——所有的人类素质都将消失，地球将被摧毁。




六七十年代的起义并没有忽视旧工人运动的局限性，并将革命定义为对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颠覆性转变。情境主义的定义，“无产阶级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权力并且知道的人”，将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日常生活的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国际的议员主义（councilist）工人主义相冲突，而不是与美国激进分子更连贯的战斗社区或兄弟会相冲突。然而，在欧洲，工业无产阶级仍然占据着生产的中心，新的阶级意识与旧的阶级意识发生了冲突。年轻的激进分子经常发现自己与工厂里的老激进分子发生冲突。随着要求各种自由、自由实验和废除所有社会偏见和习俗的生活方式的广泛出现，工人主义的理想完全过时了。应对现代化进程危机的工人运动的最后一波浪潮仍然能够制造一种“工人自治”的重演或第二次进攻的幻觉，但这是运动中遭受最决定性失败的部分，而整个运动有可能走得更远。只要工厂的反叛与日常生活的反叛齐头并进，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重新发现和自主，但这种结合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失败的苦涩味道破坏了前几年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制度化、补贴和选举机制已经将工人主义官僚机构转变为一级反动因素，激进工人发起的小规模冲突无法阻止。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后者仍处于同一地带；关于工资、工作时间或工作保障的斗争，无论多么合法，无论多么暴力，无论斗争中产生了多少集会，都没有超越资本的界限，因此没有破坏政治工会裙带关系，也没有促进日常生活的非殖民化。他们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一种正在经历自我清算过程的资本主义。此外，八十年代随后的资本主义攻势放开了关税，普及了消费，结束了工厂的激进爆发。自动化使大量雇佣工人转向建筑、分销和旅游业。工会协议恢复了纵向谈判的模式，掩盖了起义的阶级意识。镇压解决了其余的问题。工作场所的斗争与争取没有资本主义灾难的自由生活的斗争被明确地分开了。革命的想法完全失去了信誉，被归入乌托邦博物馆。持续存在的残余工人主义越来越多地陷入了对一群顺从和可操纵的消费主义雇佣工人的沉思，以及对抽象工人阶级的梦想之间，抽象工人阶级是普遍解放理想的承载者。从那时起，它就把自己封锁在贫民区，以教派的形式生存下来，有他们的教条、象征和仪式；它不再是一种源于社会分析和实践不足的简单意识形态，以适应技术时代为其保留的空间。




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者主张，将劳动视为全社会共同的要素，视为其组织原则，这相当于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工人政权，通过从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的进化过程追求社会改革。在这种观点下，即进步的观点或资产阶级的观点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修正版，工人运动是现代化的推动者。这段旅程不需要很多包装，工人官僚们睁大眼睛选择了它：真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被称为“福利国家”还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根据这种观点，危险的不是（倡导）融合，而是排斥，因为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说在过去，社会主义经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连贯性，那么现在人们认为另一种更“人性化”（和更凯恩斯主义）的版本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社会主义的连贯性。反资本主义如果不想陷入矛盾，就必须对生产力和市场规律作出深刻的回应。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不会仅仅因为生产和分配落入工人手中而停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将以某种形式精确地复制它试图摧毁的东西：老板、私有财产、工业、市场、国家。劳动一旦嵌入一个完全发达的消费社会，就不能再构成被压迫者的共同体，更不能作为任何自由社会的基础。只有生命才能成为这个基础。




废除资本主义而不废除无产阶级，就相当于再生产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再生产另一个统治阶级和另一个国家。在不拒绝进步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废除无产阶级，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你想结束商品的统治，你需要废除劳动以及与其存在相关的技术；简而言之，你必须将个人从工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必须将他们从将他们转变为雇佣工人、机器附属品和消费奴隶的客观化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对劳动的镇压必须首先在生产中进行，但不是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是通过自动化，而是通过拆除城市工厂系统和放弃集中的机器。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必须在流通中进行，但不仅要废除货币和市场，还要消除技术化的休闲，即新的劳动形式。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生活不是悠闲的生活；除此之外，这是一种生产活动，即“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服从需求的满足，不决定社会功能的生活，它丝毫不会改变“普遍博爱”（即它不会阻碍自由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革命的目的无非是打破劳动的枷锁，尤其是技术的枷锁，以促进个人通过自由构建生命中的所有时刻来重新利用生活。通过结束对独立权力和自主技术的限制，通过结束人工化，通过结束对需求、色情、欲望和梦想的操纵，生活将摆脱障碍和强加，并由自己支配：它将逃离劳动和消费领域，即有害现象和屈服。人与机器、人类与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必须被重塑，社会必须在道德上和相互共存的要求下进行重建，没有等级制度，借助基于农业、艺术和满足真实需求和真实欲望的多方面技术。恢复土地的平衡，缩小城市的规模，与环境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自由社区。矛盾的是，尽管传统必须调节社会生活的节奏，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而是重新开始现在。




      

    

  